
收稿日期:2032-08-12　 　 修回日期:2023-12-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273104,71873098,721031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YJA790066);陕西省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2020R050);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EYD002)。

作者简介:刘乾(1996—),男,江苏盐城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 通信作者:邵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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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4—2021 年省级数据,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衡量区域绿色低碳转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

检验双向 FDI 协调发展与 GTFP 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1) 双向 FDI 协调发展既能提升本地

GTFP,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在沿海和南方地区更明显;(3)技术创新是重要影响

机制,模仿创新在短期内发挥积极作用,自主创新才是提升 GTFP 的“长久之计”;(4)高质量的政府治理正向调

节双向 FDI 协调发展对 GTFP 的积极影响。 研究结果既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绿色经济效应提供了新证据,也为

借力高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助推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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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way FDI on
regional green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Local and spatial spill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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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rovincial-level data from 2004 to 2021, the regional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s

measured by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GTFP) .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is applied to tes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way FDI and GTFP.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way FDI can enhance local GTFP and also has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both local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in coastal and southern region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 significant

influencing mechanism, with imitation innovation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in the short term, whil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s the “long-term strategy” for enhancing GTFP; high-quality government governance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mpac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way FDI on GTFP. This article not only 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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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en economic effects of high-level open policies but also offer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leveraging the high-quality

“du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o promote regional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way FDI;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patial

Dubin model

　 　 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和极端灾害事件的频繁

发生表明,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的

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1]。 要想化解资源

枯竭、人口老龄化等多元风险和如期实现“双碳”
目标,中国急需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

方式。 全面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是在能耗约束下实现高

速低碳发展的关键。 然而,当前 GTFP 增速不升

反降[2 - 4] 。 外商直接投资 (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是优化资金配置、获取技

术与市场等资源的重要举措,深刻影响中国“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和经济增长绿色动能[5 - 6]。 得

益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 IFDI 稳步增长,
OFDI 迅猛增长,并在 2014 年首超 IFDI;进入新常

态后,中国由以吸收外资为主逐渐转向双向投资

同步发展(见图 1)。 中国的国际化战略已进入

“双向 FDI 质量、结构、效益并重”的发展阶段[7],
而以“污染天堂假说”和“污染光环假说”为代表的

国际投资环境效应的争论从未停止。 那么,双向

FDI 协调发展能否成为经济绿色发展的“两翼”?
这是借力中国新一代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绿色发

展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图 1　 2004—2022 年中国双向投资对比

数据来源:EPS 数据库,https: / / www. epsnet. com. cn / index. html

# / Index。

一、文献回顾

在双向 FDI 协调发展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

方面,众多学者借鉴经典的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理

论[8],以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分析脉

络,探讨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环境效应。 龚梦琪

等[9]发现 IFDI 只能通过技术效应抑制中国工业行

业的污染排放,而 OFDI 能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

应和技术效应有效转移工业行业污染。 韩永辉

等[10]发现双向 FDI 的污染治理效应具有动态性:
短期内,IFDI 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占据主导地

位,能抑制污染排放,长期内,IFDI 的规模效应占

据主导地位,恶化了环境质量;OFDI 对污染治理的

长短期影响与 IFDI 恰好相反。 上述学者将 IFDI
和 OFDI 作为两个独立变量,纳入同一框架分析对

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却忽视了双向 FDI 的互动

机制。 刘海云等[11]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初步探究了

双向 FDI 的交互环境效应,认为要素市场扭曲和

OFDI 是 IFDI 扩大环境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

后,有学者开始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双向 FDI
协调发展水平,发现双向 FDI 协调发展显著改善

了环境质量,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是关

键的影响机制[12]。 但朱于珂等[13] 却发现现阶段

规模效应较大,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碳减排效应

并不存在。 污染排放会随自然气候条件变化、要
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的方式在空间扩散,呈现显著

的空间关联效应[14]。 王奕淇等[15] 采用空间计量

模型发现双向 FDI 协调发展存在“本地—邻地”的
碳减排效应。

在双向 FDI 协调发展影响技术创新方面,IFDI
和 OFDI 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非线性影响,会受到

本地制度因素和吸收能力的制约,包括市场化水

平、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规制[16 - 18]。 然而,上述

研究依旧只是考察了 IFDI 和 OFDI 各自对创新效

率的影响,并未考察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创新溢

出效应,且创新效率只能反映技术创新的数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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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反映质量。 宋晓玲等[19] 拓展了现有研究视

角,分析了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发现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策略性创新溢出效应明显高于实质

性创新溢出效应。 提高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最

终目的是驱动绿色经济增长,双向 FDI 协调发展

能否提升 GTFP 更为重要。 王恕立等[20] 发现

IFDI 抑制了 GTFP,而 OFDI 则提升了 GTFP,但并

未考虑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作用。 此后,有学者

开始弥补上述研究空白,验证了双向 FDI 协调发

展的绿色生产率溢出效应,发现在环境规制、技
术创新、产业结构和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下会呈

现非线性特征[21] 。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更加合理、论证

过程更加严谨,考虑到省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群

效应和污染排放的“搭便车”行为,采用空间杜宾

模型以规避忽略相关变量的空间相关性而产生的

内生性问题,较为精准地识别了双向 FDI 协调发

展与区域绿色低碳转型的因果效应。 第二,研究

视角聚焦于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绿色生产率溢出

效应上,区别于割裂 IFDI 和 OFDI 内在关联,仅仅

探讨 IFDI 和 OFDI 各自对 GTFP 影响的文献,丰富

了国际直接投资绿色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第

三,研究内容专注于区域绿色低碳转型的本质和

关键堵点,从不同的绿色技术创新模式和有为政

府对影响机制进行系统剖析,并依据中国最新区

域经济发展现状探讨了区域异质性,揭示了区域

发展差距收敛速度放慢的潜在原因。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双向 FDI 协调发展直接影响 GTFP 的机

制分析

双向 FDI 的互动效应会随着一国或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强,即 IFDI 是 OFDI 的基础,
OFDI 是 IFDI 更高发展的有力支持。 借鉴 Allen
等[22]的思想,双向 FDI 协调发展会通过规模、结构

和空间溢出直接对 GTFP 产生影响。 ①开放条件下

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 IFDI 的迅速发展,在此过程

中生产要素转移会带动 OFDI 的增长,而 OFDI 的发

展又能进一步扩大经济规模,为经济增长增添活力。

当本国利用 OFDI 将经济实力提升至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拐点”后,会制定较为严苛的环境规制,对
IFDI 起到“筛选”作用,既抑制了 IFDI 的环境污染

效应,还吸引更高质量 IFDI 的流入。 “环境友好

型”IFDI 和 OFDI 的交互溢出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

并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升 GTFP。 ②在资本边际

报酬递减和本国环保意识增强的双重作用下,IFDI
会更多流向东道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既能遏制

IFDI 带来的环境污染,又能为 OFDI 提供经验、技
术和空间。 本国通过顺梯度 OFDI“精洗”母国产

业结构和“消化”过剩产能,有利于引导生产要素

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并吸引更多清洁型 IFDI 的流

入。 双向 FDI 协调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促使本国

产业结构由“污染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最
终提升 GTFP。 ③由于存在交流互动,空间关联地

区在经济发展、资源配置、污染排放等方面相互影

响。 本地双向 FDI 协调发展水平越高,越能辐射

带动空间关联地区双向 FDI 协调发展水平的提

高,进而提升空间关联地区的 GTFP。 此外,地区

之间存在频繁跨区域的产业链关联、技术扩散、环
境治理等多种经济联系。 双向 FDI 协调发展给本

地带来的吸收能力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和生产流

程优化会通过上述机制扩散到其他地区,“第三

方”也能积极学习和模仿先进绿色生产技术、生产

工艺和管理理念,进而提升其他地区的 GTFP。 基

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双向 FDI 协调发展既能提升本地

GTFP,也能积极作用于空间关联地区。
(二)双向 FDI 协调发展间接影响 GTFP 的机

制分析:技术创新视角

技术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二次

创造”的过程,是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23]。
技术创新意味着培育先进排污处理技术、减少传

统生产要素的使用和增加新能源的投入,有效降

低单位经济产出的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提升

GTFP。 双向 FDI 协调发展将引致“ IFDI 技术溢出

效应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协调发展效

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内创新要素不足的

问题,从而助推本国技术创新。 因此,本文提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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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假设:
假设 2:双向 FDI 协调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对

GTFP 产生影响。
技术创新主要分为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两

种创新模式在双向 FDI 协调发展与 GTFP 间扮演

不同“角色”。 一国或地区在进行双向跨境投资

时,会通过“干中学”或“看中学”这一低成本方式

吸纳和模仿国外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提升本国

技术创新能力。 随着与发达国家生产技术前沿面

日益接近,发达国家为了防止东道国“弯道超车”
会筑起技术壁垒[24]。 本国以海外资本为载体模仿

国外绿色生产技术的困难日益增大,若继续依赖

模仿创新,会弱化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技术溢出

效应,难以实现高水平的技术进步。 此时本国往

往会重新选择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抑制

GTFP。 自主创新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既能

提升自身研发能力,也能增强对海外先进技术的

吸收能力,但其固有的成本高、周期长、正外部性

等风险容易降低国内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 本土

企业利用双向 FDI 获取经营收益和技术溢出,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主创新的固有风险。 随着

本土企业资本的丰裕和吸收能力的增强,会有意

识地加大创新投入,进行二次研发,形成良性循环,
不断提高自身绿色生产技术和清洁工艺研发与应用

能力,并在较大范围内产生积极的示范和扩散效果,

最终提升 GTFP。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在模仿创新初期,双向 FDI 协调发展

会显著提升 GTFP;若长期依赖模仿创新,这种促

进作用会被削弱,甚至转为抑制作用。
假设 2b: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 GTFP 提升效应

随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增强。
(三)政府治理水平的调节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呈“渐进式”特征,
地区间政府治理水平差异明显[25]。 因此,双向

FDI 协调发展对 GTFP 的作用可能会受到政府治

理水平的影响。 第一,高质量的政府治理通过制

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和增加环保投资,既能直接提

升环境质量,也会对双向 FDI 起到“筛选”作用,不
断提高双向 FDI 协调发展水平,增强对 GTFP 的提

升作用。 第二,高质量的政府治理通过完善法制

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和支持创新投入,有效降低企

业跨境投资的交易成本和内外源风险,这既能增

强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技术溢出效应,也会提高本

土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 第三,双向 FDI 协调发展

的技术溢出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吸收能力较

强的地区容易产生“能源回弹效应”,甚至是“回火

效应”,政府的有效治理与引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

制负面效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政府治理水平能够正向调节双向 FDI

协调发展对 GTFP 的促进作用。

图 2　 理论机制框架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GTFP。 选取各省实际 GDP

和 CO2的排放量作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以城

镇单位年末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消耗

量作为投入,采用 EBM-GML 模型进行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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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释变量:双向 FDI 协调发展。 第一,
OFDI 存量可以直接获取,IFDI 存量无法直接获

取,借助永续盘存法估算[26],用人民币兑美元的年

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单位,并以 2004 年为基期平

减得到实际值。 第二,对双向 FDI 进行平稳性检

验、脉冲响应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二者的

互动效应。 第三,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测度,
如式(1)和式(2)所示。

　 　 C it( IO) = IFDIit × OFDIit / (0. 5IFDIit +
0. 5OFDIit) 2 (1)

IDFDIit = Dit( IO) = [C it( IO) ×

IFDIit + OFDIit
2 ]

1
2 = [

IFDIit × OFDIit
( IFDIit + OFDIit) / 2

]
1
2

(2)
(3)控制变量:为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导致的

估计偏误,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单位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EBM - GML 指数 1. 870 0. 948

解释变量 双向 FDI 协调发展 ——— 见式(2) 0. 486 0. 326

控制变量

能源消耗 千克标准煤 / 人 各省份人均能源消费量 9. 104 0. 959
经济发展 万元 各省份实际人均收入水平 8. 633 0. 455
国有化 % 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个数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 0. 508 0. 164

政府干预 % 财政总支出 / GDP 0. 221 0. 097
人力资本 年 平均受教育年限 9. 532 1. 317
金融发展 %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 GDP 1. 249 0. 449

4.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1)地理距离矩阵。 地理位置是影响经济活

动空间外溢性的首要原因,地理距离越近,空间关

联度越高。 故本文依据各省份距离关系构建的地

理距离权重矩阵为:
Wd

ij = e -ad ij

W′dij =

Wd
ij

∑
j
Wh

ij

,i ≠ j

0,i = j

ì

î

í

ï
ï

ï
ï

(3)

式(3)中,Wij表示第 i 行 j 列的矩阵元素;dij表

示省份 i 和 j 的省会城市(首府)几何中心点之间

的欧氏距离。
(2)人力资本矩阵。 人力资本是创新要素空间

流动的关键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国家或地区的

吸收能力。 故本文构建人力资本空间权重矩阵为:
Wij = Wd·diag(y1 / y,y2 / y,···,yi / y) (4)

式(4)中, yi 为地区 i 在所有时期的平均人力

资本存量, y 为所有地区在所有时期的平均人力资

本存量,以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就业人数的乘

积表示。
(二)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为 2004—2021 年 30 个省份(不含西

藏及港澳台)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 EPS 数

据库和《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缺失数据从相应省

份的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年鉴补齐。
四、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借助似然比检验、沃尔德检验、拉格朗日

乘子检验,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此

外,对所有变量取对数以减轻异方差干扰,模型设

定如式(5)所示。
lnGTFP it = α0 + α1 lnIDFDIit + α2 lnX it +

θ1WlnIDFDIit + θ2WlnX it + ρWlnGTFP it + λ i + μt +
εit (5)

式(5)中,GTFP it为地区 i 在 t 年的 GTFP;W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ρ 为 GTFP 的空间自相关系

数;IDFDIit为双向 FDI 协调发展;X it为控制变量;λ i

和 μt分别为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
(二)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表 2 为式(5)的回归结果。 GTFP 空间自相关

系数均显著大于零,说明 GTFP 存在“一荣俱荣”的
空间溢出效应。 模型 1 ~ 模型 6 显示,双向 FDI 协
调发展的一般回归系数和空间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双向 FDI 协调发展对 GTFP 既有直接促进

作用,也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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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地理距离矩阵 人力资本矩阵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双向 FDI 协调 0. 602∗∗∗ 0. 704∗∗∗ 0. 574∗∗∗ 0. 787∗∗∗ 0. 751∗∗∗ 0. 649∗∗∗
(3. 53) (4. 22) (3. 51) (4. 49) (4. 41) (3. 87)

空间权重矩阵 ×
双向 FDI 协调

0. 371∗ 0. 799∗∗∗ 0. 499∗ - 0. 013 0. 727 0. 323∗
(1. 87) (2. 93) (1. 75) ( - 0. 06) (1. 60) (1. 68)

空间权重矩阵 ×
GTFP

0. 555∗∗∗ 0. 460∗∗∗ 0. 428∗∗∗ 0. 698∗∗∗ 0. 634∗∗∗ 0. 636∗∗∗
(13. 24) (9. 54) (8. 56) (14. 86) (10. 59) (10. 54)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观测值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R2 0. 630 0. 818 0. 828 0. 636 0. 825 0. 833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01、p < 0. 05、p < 0. 10 时有统计学
意义;括号内为 t 值。 下同。

(三)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

考虑到空间滞后项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

对式(5)求偏微分得到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直接

和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反映双向 FDI 协调发展

对本地 GTFP 的影响,间接效应反映对空间关联

地区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均在 1%的水平显著为正,间接效应强于直接效

应,说明双向 FDI 协调发展有助于提升本地和空

间关联地区的 GTFP,验证了假设 1。 说明本地双

向 FDI 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对空间关联省份的“辐
射”效应便越大,产生杠杆效应,通过改善空间关联

省份要素禀赋结构的质量来助推绿色低碳转型,这
与向宇等[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表 3　 空间杜宾模型的溢出效应分解结果

变量

地理距离矩阵 人力资本矩阵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总效应

(1) (2) (3) (1) (2) (3)
双向

FDI 协调
0. 644∗∗∗ 1. 214∗∗∗ 1. 857∗∗∗ 0. 875∗∗∗ 1. 734∗∗∗ 2. 607∗∗

(3. 88) (2. 81) (4. 04) (4. 08) (1. 51) (2. 01)
注:表中仅报告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下同。

(四)稳健性检验结果

第一,鉴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
控制滞后一期 GTFP,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同
时,考虑到不同空间权重矩阵影响,加入经济地理

嵌套矩阵和地理邻接矩阵。 第二,考虑到金融危

机和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外生冲击,剔除 2008 年

和 2020 年数据。 由表 4 和表 5 可知,实证结果与

基准回归较为接近,印证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进

一步观察表 4 可知,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 GTFP 提

升作用具有显著的动态性,长期内促进作用更大。
(五)内生性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处理

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

性问题。 鉴于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动态连续性,
将其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由于与海外市场接

近度是企业进行国际投资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素,且海外市场地理距离是由自然因素决定的,故
计算与海外市场距离作为另一工具变量,保证工

具变量的“强相关”与“严格外生”的假定。 由表 6
可知,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较为一致,
故基准结论的可靠性较强。

表 4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

矩阵

短期效应 长期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1) (2) (3) (1) (2) (3)
地理

距离矩阵
-0. 425∗∗∗ -0. 750∗∗∗ -1. 176∗∗∗ 0. 851∗∗∗ 2. 378∗∗∗ 3. 229∗∗∗

( - 5. 11) ( - 6. 74) ( - 12. 14) (6. 08) (9. 52) (11. 48)
人力

资本矩阵
-0. 312∗∗∗ -1. 397∗∗∗ -1. 709∗∗∗ 0. 609∗∗∗ 4. 475∗∗∗ 5. 084∗∗∗

( - 3. 75) ( - 9. 13) ( - 12. 68) (4. 25) (8. 27) (8. 70)
经济地理
嵌套矩阵

-0. 140∗ -0. 711∗∗∗ -0. 851∗∗∗ 0. 713∗∗∗ 0. 161∗ 0. 874∗∗∗

( - 1. 67) ( - 5. 10) ( - 6. 52) (16. 67) (1. 84) (6. 51)
地理

邻接矩阵
-0. 335∗∗∗ -0. 734∗∗∗ -1. 068∗∗∗ 1. 047∗∗∗ 2. 738∗∗∗ 3. 785∗∗∗

( - 4. 23) ( - 6. 91) ( - 10. 33) (4. 78) (6. 89) (8. 37)

表 5　 剔除特殊年份的回归结果

变量

地理距离矩阵 人力资本矩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1) (2) (3) (1) (2) (3)
双向

FDI 协调
0. 674∗∗∗ 1. 310∗∗∗ 1. 985∗∗∗ 0. 824∗∗∗ 1. 461∗∗∗ 2. 285∗∗∗

(3. 59) (6. 17) (16. 13) (4. 16) (5. 69) (12. 28)

表 6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地理距离矩阵 人力资本矩阵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空间权重矩阵 ×

GTFP
0. 556∗∗∗ 0. 440∗∗∗ 0. 686∗∗∗ 0. 817∗∗∗

(6. 63) (7. 15) (9. 88) (12. 31)

双向 FDI 协调
0. 885∗∗∗ 1. 409∗∗∗ 0. 828∗∗∗ 1. 461∗∗∗

(6. 63) (9. 16) (5. 49) (5. 69)
F 检验
P 值

183. 120 150. 906 218. 417 198. 98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Wald 检验
P 值

1 464. 960 1 207. 250 1 747. 339 1 591. 843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40 540 540 540

R2 0. 568 0. 689 0. 657 0. 586

(六)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本文基于工业进程视角将样本划分为沿海、
沿边和内陆①,基于区域创新能力视角将样本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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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 10 个省份,内陆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 13 个省份,沿边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广西、海南、云南、新疆等 7 个省份。



为南北区域②,考察双向 FDI 协调发展对 GTFP 的

区域异质性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模型 1 ~
模型 3 表明,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 GTFP 提升效应

在沿海地区最大,其次是内陆地区,最后是沿边地

区。 沿海地区处于工业化进程后期阶段,凭借便

利的海运更广泛参与全球分工,产业结构不断升

级优化,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完善的工业配套,
双向 FDI 协调发展水平更高,对 GTFP 的提升作用

也更强。 内陆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积极承接

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依托地理优势发展大数据等新

兴产业,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加快。 而沿边地区处

于工业化前中期阶段,双向 FDI 规模较小、协调性

低,对 GTFP 的提升作用也最小,空间溢出效应也不

明显。 模型 4 ~ 模型 5 表明,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

GTFP 促进效应在南方更为显著。 南方经济总量

大、市场化程度高、创新能力强,能够高效吸收、转化

和利用双向 FDI 协调发展带来的绿色溢出效应。 北

方地区双向 FDI 规模小、市场化程度低、创新能力

弱、产业结构以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难以

充分提升 GTFP。 此外,间接效应在北方不显著,主
要是由于北方的发展资源集中在少数“大规模”城
市,导致对空间关联地区的虹吸效应大于辐射作用。

②　 北方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5 个省份,南方包括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15 个省份。

表 7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沿海 内陆 沿边 南方 北方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地理距离矩阵

直接效应
0. 968∗∗∗ 0. 550∗∗∗ 0. 782∗∗ 0. 915∗∗ 0. 447∗∗∗

(3. 79) (3. 59) (2. 16) (2. 49) (3. 46)

间接效应
1. 319∗∗∗ 1. 526∗∗∗ 0. 250 1. 418∗∗∗ 0. 564
(4. 00) (7. 72) (0. 67) (3. 72) (1. 39)

总效应
2. 286∗∗∗ 2. 075∗∗∗ 1. 031∗∗ 2. 333∗∗∗ 1. 012∗∗∗

(7. 56) (14. 45) (2. 10) (16. 09) (2. 12)
人力资本矩阵

直接效应
1. 025∗∗∗ 0. 416∗∗∗ 1. 050∗∗ 0. 757∗∗ 0. 637∗∗∗

(3. 46) (2. 84) (2. 35) (1. 96) (4. 23)

间接效应
2. 170∗∗ 2. 503∗∗∗ 0. 922 1. 559∗ 0. 965
(2. 24) (3. 55) (1. 17) (1. 83) (1. 08)

总效应
3. 195∗∗∗ 2. 919∗∗∗ 1. 972∗∗ 2. 317∗∗∗ 1. 602∗

(2. 93) (3. 94) (1. 99) (2. 68) (1. 69)

五、拓展性讨论

(一)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采用半中介模型来检验技术创新的作用

机制,如式(6)所示。
lnInnovationit = α0 + α1 lnIDFDIit + γ1 lnX it +

θ1WlnIDFDIit + γ2WlnX it + ρWlnInnovationit + λ i +
μt + εit (6)

式(6)中,Innovationit为机制变量,包括自主创

新(R&D 经费支出)和模仿创新(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获取和技术改造中的技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

以及技术改造支出之和),估计结果见表 8。
模型 1 和模型 3 表明,双向 FDI 协调发展对模

仿创新产生了抑制作用,说明当中国的绿色生产

技术前沿面日益接近国际顶尖前沿面时,容易遭

受国际上的技术封锁,难以继续依赖以模仿创新

为动机的国际投资实现技术进步,“干中学”这一

低成本方式不可持续。 模型 2 和模型 4 表明,双向

FDI 协调发展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地理距离和

人力资本距离越接近,产业集聚越明显,且以人力

资本为载体的研发要素流动性越高,更容易实现

空间溢出,验证了假设 2。
表 8　 双向 FDI 协调发展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地理距离矩阵 人力资本矩阵

模仿创新 自主创新 模仿创新 自主创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直接效应
双向

FDI 协调
- 0. 387∗∗∗ 0. 242∗∗∗ - 0. 250∗ 0. 298∗∗∗

( - 2. 85) (3. 66) ( - 1. 85) (4. 17)

间接效应
双向

FDI 协调
- 1. 230∗∗∗ 0. 542∗∗ - 1. 702∗∗∗ - 0. 034
( - 5. 22) (2. 13) ( - 5. 83) ( - 0. 07)

总效应
双向

FDI 协调
- 1. 617∗∗∗ 0. 783∗∗∗ - 1. 952∗∗∗ 0. 264
( - 7. 51) (2. 77) ( - 7. 44) (0. 50)

(二)基于不同技术创新模式的面板门槛分析

为探讨在不同技术创新水平的阈值下,双向

FDI 协调发展对 GTFP 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以模仿

创新和自主创新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以下面板门

槛模型:
lnGTFPit = α0 + α1lnIDFDIit × I(lnInnovationit ≤

δ1) + α2IDFDIit × I(δ1 < lnInnovationit ≤ δ2) + … +
αnIDFDIit × I(δn-1 < lnInnovationit ≤δn) +α

n+1
IDFDIit ×

I(lnInnovationit > δn) + γX it + + λ i + μt + εit (7)
式(7)中,δ 为待估门槛值,I 为示性函数。
由表 9 和表 10 可知,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均

通过单一门槛检验,阈值分别为 1. 033 和 3. 794。
当模仿创新低于 1. 033 时,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估

011

中国软科学 2024 年第 2 期



计系数为 0. 295(P < 0. 01);而当模仿创新跨过门

槛值时,回归系数转变为 - 0. 119(P < 0. 05)。 可

见,受模仿创新水平的制约,双向 FDI 协调发展和

GTFP 呈倒“U”型关系。 当自主创新低于 3. 794
时,双向 FDI 协调发展对 GTFP 并无显著影响,跨
越门槛值时,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双向 FDI 协
调发展的 GTFP 提升效应随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

高而增强验证了假设 2a 和 2b。 这是因为,模仿创

新更多的是一种短期内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促

进作用,长期来看容易遭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

和陷入技术路径依赖,并挤占自主创新的投入。
要想为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 GTFP 提升效应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关键在于通过模仿创新奠定良

好吸收能力后,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自主研

发并完全掌控国际前沿绿色生产技术。
表 9　 门槛模型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原假设 F 值 P 值
置信区间

1% 5% 10%
门限值

模仿创新
单一门槛 62. 20 0. 003 46. 540 36. 412 32. 374
双重门槛 27. 87 0. 137 81. 209 46. 324 31. 940

1. 033

自主创新
单一门槛 41. 92 0. 060 69. 997 43. 083 38. 379
双重门槛 32. 63 0. 167 73. 251 47. 613 38. 802

3. 794

表 10　 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仿创新 自主创新

双向 FDI × 示性函数
(技术创新≤门槛值)

0. 295∗∗∗ 0. 205
(3. 29) (0. 44)

双向 FDI × 示性函数
(技术创新 > 门槛值)

- 0. 119∗∗ 2. 314∗∗∗

( - 2. 56) (10. 03)
控制变量 是 是

观测值 540 540
R2 0. 722 0. 752

(三)政府治理水平的调节作用分析

为验证政府治理水平对双向 FDI 协调发展和

GTFP 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

入两者的交互项,如式(8)所示。
lnGTFP it = α0 + α1 lnIDFDIit + α2 lnGQit +

α3 lnIDFDIit × lnGQit + γ1 lnX it + θ1WlnIDFDIit +
θ2WlnGQit + θ3WlnIDFDIit × lnGQit + γ2WlnX it + +
ρWlnGTFP it + λ i + μt + εit (8)

式(8)中,GQ 为政府治理水平。 选取《中国市

场化指数》中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指数、对生产者

合法权益的保护指数、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数

和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等 4 个指标,求取平均值后得

出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综合指数。 回归结果见表 11。

由模型 1 ~模型 6 可知,不论是否考虑空间效

应,双向 FDI 协调发展与政府治理水平交互项的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越

高,双向 FDI 协调发展越能提升 GTFP,假说 3 得

到验证。 政府通过投资型、市场型和命令型环境

规制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碳排放

强度的同时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并有效降低能

源“回弹效应”,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的产出增长

效应和资源节约效应,提升 GTFP。
表 11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不考虑空间效应 考虑空间效应

地理距离矩阵 人力资本矩阵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双向 FDI 协调
1. 318∗∗∗ 1. 066∗∗∗ 0. 574∗∗∗ 1. 351∗∗ 0. 649∗∗∗ 0. 569∗∗∗
(8. 12) (6. 76) (3. 51) (9. 62) (3. 87) ( 3. 21 )

政府治理水平 — 0. 142∗∗∗
(5. 40)

—
- 0. 006

( - 0. 33)
— 0. 030∗∗

(2. 14)
双向 FDI 协调 ×
政府治理水平

— 0. 173∗∗∗
(4. 55)

— 0. 100∗
( 1. 86)

— 0. 202∗∗∗
(5. 36)

空间权重矩阵 ×
双向 FDI 协调

— — 0. 499∗ 0. 408∗ 0. 323∗ 0. 401∗
(1. 75) (1. 66) (1. 68) (1. 65)

空间权重矩阵 ×
政府治理水平

— — — 0. 112∗∗
(2. 54)

— 0. 100∗∗
(2. 23)

空间权重矩阵 ×
双向 FDI 协调 ×
政府治理水平

— — — 0. 312∗∗∗
(2. 75 )

— 0. 649∗∗∗
(3. 9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R2 0. 723 0. 750 0. 571 0. 603 0. 762 0. 745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双向 FDI 协调发展与 GTFP 均存在正空间相

关性,双向 FDI 协调发展对 GTFP 有显著的本地效

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创新能力和工业化进程

的差异导致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绿色生产率溢出

效应在沿海和南方地区更明显;技术创新是关键

路径,且创新模式扮演着重要“角色”,模仿创新在

短期内发挥积极作用,而自主创新才是提升 GTFP
的“长久之计”;高质量的政府治理水平正向调节

双向 FDI 协调发展对 GTFP 的积极影响。
(二)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促使“高质

量引进来”和“大踏步走出去”协同发展。 加强对

IFDI 的筛选,主动引进更具战略价值的 IFDI,合理

规划 OFDI 的投资方向,借力双向 FDI 协调发展提

高国内生产资源配置效率,引导要素流向“高精

尖”行业,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 第二,重
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绿色低碳发展的“长久

之计”。 借力模仿创新为自主研发奠定基础后,政
府组织实施专项技术攻关,推动形成原创性和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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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性创新成果。 同时,要考虑到多方创新主体实

现协同,加快创新要素向生态领域流动。 第三,充
分考虑区域异质性,发挥区域协调发展的正向溢

出作用。 沿海和南方地区要优化市场化和国际化

的营商环境,加强 IFDI 和 OFDI 的良性互动,发挥

绿色低碳技术示范作用;内陆和北方地区要以“智
慧城市新体系、大数据产业链”为发展路线,实现

工业智能赋能区域绿色低碳转型的辐射带动效

应。 第四,加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
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 地方政府要

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为主、命令控制型环

境规制为辅的模式,如加快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从总量控制和市场激励两方面遏制环境污染和鼓励

绿色技术创新。 此外,要便利知识产权申请专利和

权利救济,提高对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尤其是中小微

创新企业的行政保护效能,建立健全海外知识产权

纠纷处理机制,为企业自主创新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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